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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協與合作： 
一貫道老前人張培成參與道教總會的經驗 

─以道總 1966-1983 年間理監事會議紀錄為主的考察─ 

李豐楙* 

 

摘要 

對於一貫道老前人張培成參與道教總會的研究，從戒嚴到解嚴的轉型期，

學界曾從政教關係的變化加以論述，一貫道與道總之間存在的複雜關係，

由於資料闕如均未及細論。面對解嚴前這一段的歷史變化，在此希望運用

道總內部的一批資料，即二十餘年保存完整的理監事會議紀錄，理解張氏

率領一貫道基礎先天組，在形勢所迫下參與道總的抉擇。這段歷史目前一

貫道本身也較少敘及，但從宗教史的立場探討教派為了生存而設法尋求掩

護，卻可作為一個良好的案例。詳細分析會議紀錄的大小記事，就可發現

其中保存了諸多問題：其一為張氏及其組線為何要「寄存」於道總的名下，

並能與道總之間形成互利的關係，諸如捐款、墊借與代表道總參加國慶，

而迭受褒揚等，此即「顯規則」與「潛規則」的交替運用；其二則為張氏

及其組線何以能為道總所「收編」，這些借以掩護的名義與身份，既是被規

畫也是方便接受的。張氏等人均曾擔任理監事之職，甚而多次代理理事長，

                                                        
*  政治大學宗教所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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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道院也被納編為「先天廟群」，在道總的掩護下得以持續辦道；其三就

是張氏曾直接參與「聯合」道總與省、巿道教會的協調過程，其間歷經波

折才能完成「統一」。這種實際經驗即可對照後來一貫道成立總會，同樣歷

經波折而後才能「聯合」各組線。首次嘗試運用道總這批難得的史料，或

可彌補張氏一生與一貫道史易被忽略的一段歷史，理解一位宗教人物、一

個「不合法」教派如何善巧應變的生存之道。類此一貫道所經歷的，即是

教派受難的共同經驗，就可藉此觀察臺灣社會如何走過戒嚴而邁向宗教的

自由之路。 

 
關鍵字：張培成、道教總會、解嚴、顯規則、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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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7 月在桃園龜山的基礎忠恕道院，

連續兩日為張培成老前人舉行「追思告別奠

禮」，15 日為各組線及組線內部的奠祭禮儀，16

日則為社會各界再隆重舉行一場。家奠後公奠儀

式即依照慣例，首先安排官方代表：行政院長吳

敦義公奠後頒發褒揚令，次為國民黨代表詹春伯

也頒贈獎章，最後馬英九以總統身份致祭後，即

頒發「華夏獎章」並鄭重舉行覆旗儀式。接續的

各級政府代表，從內政部到縣、鄉機關俱有；而後即為各宗教代表：排首

的為中華民國道教會理事長張檉，接下佛光山、指南宮及天帝教、天德教、

軒轅教、天主教，還有宗教學界代表等。在這種排序的背後，尤其是政、

教最先出場的，即標誌張氏在一生經歷中的社交關係，從一場備極哀榮的

公奠儀式，既可觀察一貫道中基礎忠恕這個組線，也可論定一位老前人一

生的宗教志業。如果想要理解先後之序的社會象徵，從細心安排政、教的

出場序，即標誌其人在當代政教關係中的象徵意義。從這一公奠場景切入

解讀：為何黨國體制的代表如此隆重其事？在國內諸多宗教中為何道教代

表排於首位？凡此都牽連一貫道的存在，曾與黨、政、教不同權力間有一

段複雜的關係。在臺灣宗教史的一個關鍵事件，就是一貫道宣布解散後黨

政當局為何「默許」加入道總？加入之後彼此形成何種「妥協與合作」關

係？在此並非以張氏及其組線代表所有的一貫道，但從中仍可觀察各組線

在「天時緊急」的官考狀況下，如何善巧的參與省、巿道教會（或佛教會）

以尋求生存之道。 

有關張氏參與道總的事跡宋光宇較早既曾敘及，而這種負面論述的形

成應即依據口述資料，當時張氏離開道總已經一段時間，此時一貫道總會

漸上軌道，回顧當時的當事人到底應如何評價？此次即運用道教總會內部

的會議資料，重建張氏參與成立道總的運作過程，這些被保存的理監事會

議紀錄，從第一屆到第四屆，約從民國 55 年至 72 年（1966-1984）。這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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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一貫道從宣布解散到邁向合法化，這一關鍵期以往都從一貫道的歷史

視角切入，此次即使用道總的內部資料，從道教會視角觀察當時張氏參與

道總的創會，所面臨的是否存在「妥協」的問題？由於事涉兩個屬性各異

的宗教團體，彼此均需擱置宗教異見，才能「合作」以爭取生存空間。在

這段緩衝時期內有兩件事值得注意：一是張氏在道總期間曾多次代理理事

長，實際參與道總與省道教會間的協調事務，這對於解嚴後──即民國 76、

7 年間聯合各個分散的組線成立一貫道總會，這個實務經驗是否可作為借

鏡！在道總期間他並非只是旁觀者，而是親歷三年的折衝及十餘年的整編

過程。這些經驗應有助於解決成立總會的難題：各組線經歷長期獨立發展

後如何才能合作？其次就是張氏及其組線被允許參加道總的成立，一貫道

其他組線亦被默許登記於各級道教會名下，彼此之間的「協調與合作」到

底根據何種規則？張氏及其他組線領導又如何趁機持續發展？當時張氏得

入道總的這段因緣，關聯黨國體制處理教派與新宗教的政策及方法，即可

借由此一實例考察非常時期的政教關係，在堅持禁制與順應時勢而漸變間

存在著複雜性，或可彌補當代宗教史的一些空白吧！1 

一、整合：張培成參與道總的時機 

在一貫道基礎忠恕這一組線的歷史中，有關張老前人（以下簡稱張氏）

參與「中華民國道教會」（以下簡稱道總）成立的這件事，早期的歷史論述

都見於宋光宇的開創之作：從《天道鈎沈》、《天道傳燈》到傳述其人其事

的《一貫真傳》，即是標榜「基礎傳承」的宗教人物傳記，其基本材料乃得

諸訪談，也就代表張氏及其組線領導層當時的想法。這種心境被簡括於所

下的標目：「為一貫道受盡屈辱」，乃訪談後所作的綜合性詮釋，目標即集

中於徐榮一人，其實較少針對道總的人事：歷任理事長。另有一處資料就

                                                        
1 本研究承蒙兩位審查者的肯定，也提供寶貴的資料及意見，其中有些擴及整個一貫道的

比較，因非本文重點，僅作部分補充；有些可補足的資料則吸收後置於文內，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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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後所附的《張培成年譜及基礎忠恕大事記》，從民國 52 年宣布解散直

到民國 77 年成立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長達二十五年的時間內僅有一條述

及，即被繫於民國 56 年條下：「先天道院落成，聽從張志克建議加入道教

會。」2 張氏一生為一貫道奮鬥長達六十五年（1943-2010），他與道總的關

係前後約有二十餘年，其年齡正從五十初度到七十初，乃是傳教宣化的黃

金時間。當初因何緣由決定加入道教會？儘管可能出現不同的揣測，但有

一件事被明載於民國 72 年 4 月 15 日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上，

即第十四個議案：由大會獎勵連任三屆以上的理監事，見諸附件十三「中

華民國道教會內部功德事蹟榜」的榜首，就是「張培成第一、二、三、四

屆常務理事」；在協助辦理道教事務績效卓著的團體會員名單上，台北市先

天道院排名第三，僅次於前兩名指南宮、關渡宮，其後則是花蓮慈惠堂總

堂、南鯤鯓代天府等六個道廟。在功德榜上能夠連任四屆的，在十一人中

只得三人，張培成與張傳即以先天道院的院長與功勞者名列榜上。這樣公

開肯定「功德」的作法，其背後隱藏一段值得玩味的歷史，只要聯繫出現

於成立大會名單的袁翥鶚、周新發等，還有一度出現而後消失的王壽，都

代表一貫道兩個組線的老前人、前人。這些名字在道總內部的會議資料上

出現，有助於重建一段隱晦的當代宗教史：一貫道與道總之間曾存在錯綜

複雜的關係，此因背後交織著黨國體制介入宗教的政教關係。這樣的歷史

糾結即源於政治暴力，亟需從當時的時空脈絡重新理解其複雜面向，這就

有賴新資料以便公平評斷。 

道教與一貫道目前都是政府認定的合法宗教，都各設總會方便聯合內

部，此乃緣於台灣政治解除戒嚴後，各宗教既可自由傳教也形成競合關係。

在這種時間距離外，重新觀看解嚴前黨國體制下的宗教處境，一貫道常被

社會學界取與長老教會、新約教會為例，作為檢驗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

                                                        
2 宋光宇教授曾進行多年的一貫道史調查研究，後來又與其兄弟光地進行撰述。此一簡記

見於所編的《張培成年譜及基礎忠恕大事記》，收錄於《一貫真傳》，（板橋：三揚印刷

企業公司，1998）〈基礎傳承〉的附錄，頁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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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化指標；3 此外，同列於道總內部獎勵名單上的慈惠總堂、西王金母

慈惠堂台灣北區爐下團體的慈惠堂分堂，同樣也曾遭遇黨國體制下的政治

風暴。4 這些關聯政治禁忌的歷史，在黨政內部資料尚未公開之前，宗教團

體內部的資料乃是可據以測知從戒嚴到解嚴的珍貴史料，道總的成立時機

及其社會功能，就是適時扮演聯繫一貫道、慈惠堂的中介。這段歷史想要

重建就仰賴道總內部的檔案文件，此因活躍於 60、70 年代的渡台世代多數

凋零。故道總整理的《中華民國道教會重要會議紀錄彙編》，從第一至第四

屆就成為重要的宗教史料，後來被列為內部參考資料，註明「會內資料、

僅供會務發展參考」，5 主因即事涉道總如何合作、統一省、巿道教會。當

初張氏領導其組線為何能直接參與道總，並有某種參與的成效，都可從這

些內部資料獲得理解，以免過度簡化當代宗教史。由於以往都僅由口述、

訪問，難免參雜當時複雜的人情事故，反而不容易準確把握歷史真相，這

種缺憾都可運用《彙編》重建基礎先天與道總的這段關係。 

張氏參與道總活動約有二十年，前後歷經前四屆中前三位與創會初期

攸關的理事長：張恩溥、陳仙洲及趙家焯，但是真正長久相處的則是徐榮，

此因這段期間只有徐氏始終其事，所以宋氏訪問張氏本人及基礎忠恕領導

層，所聽到的道總印象實即其人其事。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則與道總成

立的建制有關，凡此均關聯黨國體制所決定的宗教政策，基於大陸時期政

治挫敗的歷史經驗，面對具有聚眾能力的任何團體都充滿疑慮，故嚴加防

範方便結聚人心的宗教團體。黨國體制既需遵守憲法賦予人民宗教自由的

                                                        
3 詳參瞿海源兩篇重要的論述，一為〈政教關係的思考〉；一為〈查禁與解禁一貫道的政

治過程〉，都收錄於《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台北：桂冠，1997），頁 335-358；
359-384。 

4 詳參李豐楙，〈慈惠之慧：解嚴前慈惠堂與道教總會合作背後的政教關係〉，《臺灣宗教

研究》11 卷 2 期，（2012.12），頁 7-38。 
5 本彙編資料註明「會內資料」，承蒙道教會張檉理事長贈閱，特此致謝。此一資料由廖

靜寬編輯、林國雄校閱，由道教會總務組於民國 75 年編成，曾流通於部分委員中，後

來以事涉會內事務而不再印送。該資料並非正式出版，一般人不易閱及，本論文不註明

頁數，而註明會議日期以標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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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人權，也要防範「野心分子」的複雜動機。在這種兩難局面下，唯一

的辦法即選派適當人選，既要擔任領導，也要安排可信任者長期職掌宗教

社團。在道總呈給台灣警備總部（副本抄送台灣省警務處）的呈文中，徐

氏為了回覆趙家焯的指控所作的說明，自述其擔任秘書長的資歷及出身原

委，就清楚表明對國家忠貞的特殊身份：即曾任上校軍職九年，具有國際

情報官、情報參謀官、步兵指揮官等專長，在國防部處理情報業務十四年，

五十三年中央黨部借調擔任宗教聯繫輔導小組執行秘書，五十五年退役後

才被「派住」道教會「義務籌辦」（民國 61 年 2 月 11 日，以下引用會議紀

錄均簡註時間）。他曾輔佐的前兩任理事長，首任張恩溥即龍虎山天師府第

六十三代天師，先曾創立台灣省道教會，這樣的資歷被推出籌備成立全國

性總會；繼任者陳仙洲係「前任警務處長」，他既熟悉宗教事務，又具有警

務背景，黨政當局才認可其接任此職。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趙家焯身上，

他在省道教會理事長任期內，乃是據理力爭而引發長期紛爭的關鍵人物，

本身也是黨國信任的人選，才能接任張恩溥之職「整理」台灣省道教會。

他的身份即為立法委員，也強調擔當此一職位的資格：本是道教世家，歷

代奉行道教，伯祖金華真人是成道的；而政治資歷則曾在革命實踐研究院

受訓，接受蔣中正的訓示：倡導道教的有神思想對抗共產黨的無神論（民

國 62 年 9 月 30 日）。6
 在非常時期的時代環境裡，徐氏開始即協助組織道

總，後來就久任秘書長一職，既有自恃「忠貞」的老黨員身份，也有嫻熟

黨政事務的能耐。就在這種特殊的形勢下，張氏既要安全地帶領「基礎先

天」加入，並能善用機會持續其傳布的活動。從宗教受難史理解歷史的危

機通常也是轉機，在事隔半世紀後重新解讀這批內部檔案，就可同情的

理解這段歷史中的人、事，乃是在非常時期內彼此依據顯、潛規則而便

宜行事。 

張氏在晚年接受訪問所作的回答，從「歷史記憶」就可理解是對二、

                                                        
6 關於趙氏的自述資料，曾求證於張檉與王正志諸先生，可信其先人的修道資歷與先後擔

任省道教會與總會諸事，在此據會議資料敘述其前十年所堅持的原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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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的道總舊事中，選擇性記得徐榮其人其事，這是他對道總印象中

較難釋懷的記憶。而組線領導層也曾間接接觸，真正關繫此事者則只有張

傳等少數人。故提供宋氏的資訊都是僅就內部所知者，才使撰傳者對於徐

氏一人所作的評價，多強調負面的「私利」，而對道總與基礎先天間則認為

是「兩相得利」。傳記中評論徐氏一人的私德私事，乃因其人在道總期間所

引發的公、私爭議，張氏即需在代理期間與之相處，而基礎先天則需支持

老前人所作的決定，針對其人其事留下爭議性的印象可以理解。在此則想

換從道總與基礎先天的雙方處境，論述這段期間為何形成「妥協與合作」

的關係，此即關涉當代宗教史的大事：一貫道如何走過戒嚴時期的最後階

段？當時雙方面臨的是一個艱辛時代的轉型期，怎樣才能夠「兩相得利」

而各自發展成功，這就需「以昔視昔」才能公平論斷。當時張氏及基礎先

天就像一貫道的許多組線，亟需解決的就是宣布解散後，如何先求安定、

安全而後才能徐圖發展？就在此時張氏得知道教正要成立全國性總會，在

先前既已成立省、巿道教會，若要在教勢已經分割的情況下，道總如何才

能擴張其宗教勢力？而張氏則是解散後發展受限的苦衷，在此一難局中雙

方才有合作的可能。 

當時背後的原因則是黨國體制的政治需求：適時因應大陸成立道協的

政治性宣示，本來台灣省既已成立省道教會，臺北巿也有道教會，彈丸之

地何必多此一舉？但是當時黨政當局成立一個全國性總會的動機，既有宗

教內部層級考量的理由，在行政上臺灣省與台北市並不符中華民國的全國

性格局！其次就是依循前例來延續民國十八年的寺廟「管理」精神，在政

府不便公然介入宗教的憲政前提下，勢需委由可信任者出面代理仍可間接

掌控。當時基於國家政策的需要，針對中共政權的宣示，也要設置同等級

的「全國性」宗教組織，卻未曾慮及組織完成後的現實問題：省、巿既已

切割完成，然則成員、資源何在？總會成立後所需運作的硬體（建築物）、

軟體（如人員、經費及相關制度等）俱缺？在情況下既需標榜「自由中國」

來對比「共產中國」，而 70、80 年代的宗教政策與行政措施也需顧慮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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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瞻。為了突顯大陸「迫害」宗教的態度，尤其是嚴禁會道門，都是黨國

體制宣傳機制下的「共匪暴政」。因而面對中共宣稱即將成立全國性的「道

教協會」，7 其因應的策略就是提出籌設同一等級的「中華民國道教會」，政

治目的就是彰顯其法統的正統性，這是基於政治正確所作的考量，並非真

正尊重基本人權的宗教自由。 

現在回顧 60、70 年代台灣宗教的現實處境，有一個事實必須指出的就

是黨國體制下處理宗教問題，必須顧慮國外的國際觀感，當時亟需擴展外

交與經濟成長的實質需求，所重視的乃是國際認可的生存空間，而內政上

也要確保不危及國家安全。在這種現實處境下，對於像一貫道等宗教組織

即可因勢而適度調整，就決定在籌組的道總內容納「政府不准登記，亦未

加入台灣省道教會」的團體，表面上僅指可明講的「神壇及乩童」（民國 70

年 10 月 1 日）；其實真正的目標則是教派或新興宗教組織，如慈惠堂系統

或一貫道等教派。道總創會之初決定容納這兩大支，都是考慮其人數眾多

且組織龐大，更重要的則是經濟上實力較為厚實。若不能容納這些有實際

需求者，勢必與粗具基礎的省、巿教道會更難競爭，在成立之初既已預知

其現實艱困，即吸收會員的工作勢必遭遇困難。徐氏在民國 70 年 10 月 1

日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所提出的業務報告，被列於《彙編》最後

兩次紀錄中即完整統計其成員的比率：團體會員5005單位中，神壇超過3000

個單位，個人會員 21062 人中乩童佔 5500 人，此即民國 67 年（1978）組

織乩士會員聯繫輔導委員會所簡稱的「神通會」。成立總會的目標就是想容

納多方，理應接納諸多爭議性較大的神壇、乩童，但出現如此高比率終究

是情況特殊，從這種情況即可理解為何會接納張氏及其組線。徐氏即對這

一發展趨勢理解最深，因為實際要面對庶務性工作，使道總能夠維持生存

及發展。在同一次報告的結論中他總結了十餘年來的深刻體會，詳細說明

這一號稱全國性總會者，卻歷經籌備三年、發展十年後才能「勉強建立業

                                                        
7 有關中國道協的成立問題，可參李養正，《中國當代道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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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秩序」；並歸因於「道廟狀況一直未能穩定」、「無法制定年度預算」，而

徒有年度工作計劃綱要，十五年來俱是如此（民國 70 年 10 月 1 日），這種

總結即表現其始終其事的深沈感慨。 

在道總內部會務報告中所提及的三年、十年，正是張氏代表其組線加

入教會的同一時間，他曾經歷這種創會初期的不穩定時機，近距離觀察一

個宗教組織如何開始運作的艱辛過程。由於當初成立已有疊床架屋的先天

缺陷，而在政治體制上又不能不配合黨國要求，按理即由省、巿道教會聯

合擴大籌組才是順當之舉，卻由另一批新成員重新籌組：名義是推出張天

師來帶頭，實際推動的則是姜伯彰、蔣肇周等。所以趙家焯代表省道教會

基於諸多考慮，就無法贊同這種強調整編的作法，才導致三年的紛擾中三

個道教會三足鼎立，趙氏並一再向內政部等相關單位提出訴願，認為道總

不合理不合法，理由就是「為了宗教，為了制度」（民國 57 年 12 月 26 日

第一屆第二次理監事會），原本就不相隸屬的民間組織，只能合作而不能合

併。而道總則自認為依法成立全國性的團體，就可「統一」省、市道教會，

關鍵只在如何才能統一會籍而統一組織。此中即關聯吸收會員入會的會籍

名冊、會費上繳的比率問題，因為人民團體均需依賴成員（團體或個人）

才有運作的能力。所以三方面都面對如何「聯合」才能彼此合作的可行方

式，前後歷經十餘年的反復折衝，三個組織都各派代表參加聯席會進行協

調，起初一直難以妥善解決。真正轉變的契機要到第三屆，這時前後兩任

理事長均已謝世，舉行聯席會議時才由趙氏本人擔任主席，認為「合作的

機運已露曙光」（民國 64 年 12 月 15 日）。只有了然這樣的紛擾情況，才能

理解剛宣布解散的基礎先天，在面臨生存與發展的困境下亟待抉擇：適時

決定參加亟需會員壯大聲勢的道總，從時機言正是一線「曙光」：既可借此

暫得保存實力，也可在「保護傘」下善巧方便持續發展。 

在參與道總的這段時間內，張氏本人所表現的都能獲得各方的肯定，

正肇因於道總處於亟需多方整併的「非常時期」：既需人力也需物力；而他

適時帶隊參與，並以組線的條件與實力表現配合的誠意，從雙方的成長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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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兩蒙其利」，既有助於道總創會伊始亟需社會、經濟資源，而基礎先

天也得以「先天道院」名義與形式繼續活動。這只要細檢《彙編》首一文

件：民國 55 年 2 月 13 日中華民國道教會成立會員大會紀錄，在出席名單

上的 305 人中，僅基礎先天就佔三、四十人，確可支撐大會成立的門面；

其中又需注意數個名字爾後常出現於後來的理監事名單上，即張氏本人及

張傳、袁翥鶚、周新發等。在團體會員名單上「先天道院」出現的次數頻

繁，乃因院址在民國 57 年 7 月到 9 月曾暫借道總辦公，後來也時常被借用

為開會、辦活動的場所，才會出現在道總的功德榜上。民國 68 年 8 月 9 日

曾舉行第四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就由第三屆輪值常務理事「張培成

先生」主持，他即以召集人的身份致詞，因而有如下一段感性的表達：「回

憶十一年前，中華民國道教會第一屆理事會會址設在先天道院，如今第四

屆理監事又在先天道院宣誓就職。緬懷當年，感慨殊多。欣見國內道教團

體統一組織，海外道眾紛紛歸來。今後仍須繼續努力，願與各位共同勉勵。」

現在仍可從中聽出諸多感慨之情，作為連任四屆、代理三次理事長的常務

理事，在十一年中所親身經歷的，恐怕是非經歷其事者難以體會的，其中

既有委屈的負面印象，也有諸多共同成長的打拚喜悅。面對當今兩個重要

的宗教團體的總會，就可由此一席感言重新聯繫張氏所代表的就是先天道

院、先天組線或擴大為一貫道；而代表道總的是歷任理事長、理監事同仁，

並非僅徐氏一人的私德私利問題，如此才可彌補歷史的空白與心理的缺憾。 

二、奉獻與回報：基礎先天與道總的顯、潛規則 

《一貫真傳》與《彙編》兩種資料所呈現的，張氏與道總的關係形成兩

種不同的「印象」，傳記中所理解的是這位一貫道合法化的關鍵人物，在道

總的經歷似乎倍受委屈！但是在會議資料中所見的則是頗受倚重，曾歷任

常務理事、輪值會議主席，並臨危受命多次暫代理事長，才有機會代表道

教得以面見蔣經國總統，使一貫道跨出合法化的重要一步。兩者之間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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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印象差距，是否年近晚年而回顧這一段時，才在訪談中表達其複雜的

心境；抑或撰傳者綜合組線領導層的報導，才形成張氏為一貫道而受冤「屈」

忍「辱」的刻板印象！研究當代宗教史難免糾結不明，若從弘觀的歷史觀

察這一宗教個案，一位宗教家即需身負存亡的重責大任，因形勢所迫而選

擇加入「另一個」宗教團體，其間存在著應世的智慧與承受苦難的意志，

此可證諸各種宗教受難史的例證。為了重建其布教一生中這段黃金歲月的

細節，在使用《彙編》的會議資料時亟需提醒：會議資料也會受限於選編

者的立場，這類內部文件難免較有利於單方面。如何正確解讀確實需要細

心謹慎，在此提出一種解讀的可能，就是從文化傳統理解人情世故的運作

法則，這些不自覺形成的行事規則，根據社會學本土化所建構的文化心理，

諸如人情與關係、面子與榮譽、交換與回報等，都曾被用於解說人際關係。 

張氏等人既參與道總，就需遵循會內的人情義理與社會禮數，即視情

況分別採行兩種規則：顯規矩、顯規則與潛規矩、潛規則。 張氏身為常務

理事與秘書長徐氏之間，或團體會員先天道院與道總之間，既需循外顯的

「顯規則」形成遊戲規則：諸如總會有財務困難，常務理事被要求分攤樂捐

之類，只要雙方可以接受就能持續合作，建立長期的伙伴關係。但另外還

存在一種「潛規則」，既非公開、公正的規矩，卻是社會所認可的陋規或惡

習，通常採取非正常性的行事規則，諸如宴會代為支付買單之類，雙方都

深知有時難免得依據「潛規則」。8 張氏及其組線身為一貫道份子，徐氏既

深知其底細，在當時的時局中如何巧妙運用，面對這種非對等的關係就形

成微妙的對待方式，如何維持表面關係的正常化，就一再考驗雙方的智慧

與處世經驗。在長達二十年的相處經驗中，其巧妙運用的細節既保存於會

議紀錄，也有許多只是殘存於張氏的應對記憶中，完全不會形諸文字的記

載，如此交叉形成顯規則與潛規則的運作方式。最後的結局就是一貫道能

夠借此方便傳教，也間接有助於合法化；而道總在經歷初期的財務困難後，

                                                        
8 有關潛規則的觀念，可參吳思，《潛規則──中國歷史上的真實遊戲》（昆明：雲南人民

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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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整併成功使會務逐漸步上正軌，解嚴雖然促成雙方各自分離，但此後

都已經成為各具實力的全國性總會。 

根據《彙編》首列成立大會紀錄的會員（民國 55 年 2 月 13 日），彼此

就是依循《議事簡則》建立「顯規則」，張氏既被勸說參加道總就得依章程

所訂的，既有應盡的義務也有應享的權利；而道總既擁有權力也就有保障

會員合法權益之責。在道總與會員之間都要遵守顯規則：一方亟需合法化

以保障其傳教行動，另一方則需宣示其具有保護依靠者的能力。首次會議

的諸多提案中就具有宣示意義，第一即強調「江西龍虎山張（恩溥）天師

為本會永久名譽會長」，第二則確立「道教為中國唯一固有宗教」，既是針

對當時中共的思想及其宗教政策，也是向黨政當局表明成立的動機及目

的；並向其他宗教表明其正統地位：諸如劃清道、佛兩教的寺、廟，使各

歸其教以免混淆不清；而對於新登記的理教、軒轅教等宗教，則表明亟想

邀請其「參加本會同謀發展」。在這樣明確的創會方針下，從主席團的張天

師乃至參與發起的黨政要員，都深知個人會員與團體會員中，即有一貫道

組線在張氏帶領下加入「同謀發展」。這種認知只是依據內規並未明白表

述，張氏既入會也就可提出接受「保障」的需求，故議決透過大會向政府

建言：「依照法律規定盡量保障宗教財產」，乃至「保障」其他合法活動的

權利。按照這種顯規則的運作，道總在財務困難的情況下也會要求會員：

從經常性會費到一種急需性的「樂捐」，基礎先天以先天道院的名義加入

後，二十年間該支出、該樂捐的絕不短少，而道院的財產、活動也確實受

到「保障」，這樣的承諾雙方遵守不變。道總即是擔任黨國體制與宗教團體

間的溝通管道，而職掌情治的警備總部等單位也需認可其宗教權力，張氏

及其組線即寄身於道總的名義下，其聚眾活動就可置於「保障」的範圍內，

就像花錢尋求保障的保護傘效應，乃是戒嚴時期彼此默認的「潛規則」。在

這個行事規則下若會員一旦有事，道總即需明確表明其立場及解決能力，

這樣既能彰顯其「思想正確」，也在「動作正確」上展現其宗教威信。張氏

基於宗教信念與社會歷練，深知身在總會即需謀定而後動，才能與道總彼



華人宗教研究 第二期 

-148- 

此之間維持一種默契。故從加入直到民國 77 年成立一貫道總會，雙方均儘

量維持顯規則與潛規則的交相運作，只要依法公開活動道總就應該依法「保

障」。 

張氏就像一貫道的許多老前人、前人，都深刻體會「官考」的受難教

訓，才會決定「寄」存於道總的保護傘下，為研究當代宗教提供一個典型

的例證，關鍵就在把握道總當時急需助力而適時加入。在此先要指出先天

道院依據顯規則所作的掩飾，可以發現如何應道總的道教要求，此即是宗

教上的「思想正確」：其一即將先天道院建成道廟形式，連同一樓正殿空間

乃主祀太上老君（後來桃園的全真道院亦復如此），包裝越道教化越方便入

會，而二樓才是真正的佛堂格局，作為教派實踐的宗教場所，這種掩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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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福州的五帝信仰活動。9 其二即是一度將道院暫借道總使用，或提供道總

需要時作為開會、活動的場所，雖然道院內部也曾有異議，但是張氏既為

老前人，特別是在兼代理事長的情況下，需視情況作出決定：道院會儘量

配合，因此顯示其豐沛的人力資源。其三則是進入決策核心後，就需遵循

顯、潛規則而捐輸財力，這樣的表現非僅代表先天道院的張氏、張傳兩人，

而是所有常務理事中有能力者俱是如此，這也使張氏連同其他組線領導能

夠擔任理監事之職。這樣靈活運用資源所根據的人情法則，就是建立「關

係」後即有二十年的持續收穫：表面上為該得的面子、榮譽，而真正的受

益即是借此維繫開荒辦道的方便，此即付出後的實質「回報」。至於宋氏訪

談中資深點傳師所在意的，就是徐氏個人或代表道總餐宴而急需費用，有

時也會請道院代為支付。主要是道總既有經濟困難，而應酬吃飯又不能盡

免，難免就會依據「潛規則」便宜行事。此即被道院一方視為陋規的潛規

則，當時這種「寄人籬下」的委屈、忍辱心境，卻也激發合法化之後共組

總會的動力之一。徐氏或許認為既有利於道院，道院也需有「義務」多付

出一些。在這種潛規則下當事人吞忍一時，等到獨立創會後回顧此事，難

免油然而生不堪回首的忍辱感！ 

判斷這種顯、潛規則的交互運作，有必要論證道總接納一貫道後的擔

當問題：總會先接納基礎先天而後寶光玉山，但是大多數登記於省、巿道

教會，容許寄於道教廟宇的名下，關鍵即陳仙洲與徐榮兩人所作的決定。

首先回顧一貫道史上第一次官考，據寶光組內部資料顯示：民國 37 年八月

中秋陳仙洲曾帶隊到親德公共佛堂，取締陳文祥前人舉辦師尊紀念會，導

致佛堂被沒收、陳氏被關半年。10 相隔二十年人事已異，他即以道總理事

長身份在民國 61 年 2 月發文呈臺灣警備總部，副本送臺灣省警務處：原因

                                                        
9 有關福州五帝在當地的掩飾與包裝，可參 Michael Szonyi（宋怡明）著，劉永華、陳貴

明譯，〈帝制中國晚期的標準化和正確行動之說辭──從華琛理論看福州地區的儀式與崇

拜〉，劉永華編，《中國社會文化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2011），頁 150-170。 
10 此一資料蒙審查人提供，補寫於此，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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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警務處在 60 年 1 月、6 月兩次令知各地警察局，指控徐榮以前警務處

長陳仙洲為號召，在中南部吸收會員，「參加者大部分為過去參加一貫道份

子」，即飭令各警局「對轄內一貫道邪教份子，參加道教活動情形，查察具

報」。徐氏的申復文件即代表陳理事長的想法與作法：其一為堅定會員的入

會問題，「一貫道份子之認定及其犯行之鑑定，尚無具體標準」，只要依法

申請入會，「依法不必先行徵詢當地治安機關之意見」；其二即表明對道眾

之領導方針，「乃力求化暗為明，輔邪歸正，深入聯繫，全面管制」；其三

凡遇有偏差者，如彰化境內一貫道份子馬永常、洪清根，則需及時輔導並

修正其偏差。這樣的辯白顯然有針對性，乃鑒於有人批評「各地一貫道份

子加入省道教會，已使部分人士誤會本會乃一貫道團體」（民國 61 年 2 月

20 日）。所謂部分人士既指當時抵制聯合的趙家焯，也泛指省警務處飭令查

辦者，這樣的行文自清表示民國 60 年前後，當局仍對一貫道持續打壓。陳

仙洲容許一貫道入會，並非僅有早就參加總會的基礎先天，而是擴大開放

各地一貫道都可依法申請入會，條件是「全憑入會人之行為，與有力之介

紹人，而核定其會員資格」。若非道總採取開放入會的態度，怎麼會有近九

成登記為道教廟宇（民國 81 年《臺灣一貫道寺廟調查》），其影響就是使各

組線得以保全實力，並善巧的各自發展。 

陳氏既出身省警務處長，自是了然其運作手法，他在道總兩屆任期雖

然不長：第一任（民國 59 年 1 月 6 日—民國 60 年 9 月）、第二任（民國 60

年 9 月 26 日—民國 62 年 9 月 26 日），卻以警務經驗揣摩上意，採取所謂

「輔導」政策以協和上下，這種作法反映黨政當局的內部主張。道總在此一

期間確定「整編」一貫道的方向，且不因陳氏在任上過逝即有所改變，而

張培成既身在決策核心，又在陳氏臥疾期間代理其職，自然完全瞭解其來

龍去脈。即以他代理「兩年六個月」期間為例，代理事長主持民國 64 年 12

月 15 日第三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徐榮即以秘書長身份進行工作報告，

在四、五個重點中「規劃道教革新事務」主要即指容納一貫道為革新事務，

再次提及陳理事長連任後的革新作法：即號召「化暗為明」、「改邪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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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輔導誤入邪信者轉入正信，頗收效果。其政治效應為何？就需細讀後

附民國 61 年臺灣警備總部致臺灣省警務處函：「中華民國道教會輔導誤入

邪信者轉入正信之措施，對政府查禁邪教工作，具有積極意義，原則應予

支持。」（民國 61 年秩援字第四八 O 九號函）在警總文件未能正式開放前，

這是黨政當局在宗教政策上的一通重要文件，即默許「不合法」的一貫道

以變通方式登記，表面飾辭即是接受輔導。其實全國各地一貫道如何被「輔

導」？各級教會中能實施導正的人力及人才極為有限，此一作法正是如同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解嚴前總會的會議文件中仍然持續見到：如編列

伍萬元獎金獎勵「查緝深夜閉戶裸體傳法之邪教份子」（民國 65 年 4 月 6

日），直到民國 70 年 10 月 1 日第四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徐榮在業務報告

中仍說近一年來內政部交辦事項中，「查報一貫道活動情形」仍赫然在目。

在此要提醒的是這時理事長為趙家焯，業務會報上張培成與張傳都名列於

冊，若說雙方不瞭解一貫道的處境其誰能信？只有從這個角度才可評估張

氏在道總期間，既有機會參與、服務理事會議，先天道院也熱心提供贊助，

趙家焯擔任常務理事曾提案稱許：「八年來積功累行，服務社會」、「本會每

有外賓蒞臨或啟建道場，無不率先提供協助，功不可沒」。（民國 64 年 12

月 24 日）他所題贈的匾額至今仍掛在先天道院，即是這段公開參與其事的

紀念，只有雙方在長期接觸中建立互信，才得脫離地下化的布化階段，表

面也符合「化暗為明」以化解秘密宗教的疑慮。其實所謂輔導「改邪歸正」

都是徐氏在公事包內的例行作業，距離民國 75 年底警備總部同意一貫道解

禁，在四、五年期間變化快速。這段道總經驗應能刺激其公開籌組總會，

而所有登記於道廟名下的各組線，此時凝聚實力即可獨立成會，其資源、

聲勢絕不亞於道總。從此才能切近觀察張氏參與道總組織的行動，理解解

嚴前教派宗教如何朝向「合法化」的過渡階段。 

台灣道教界從籌設省、市道教會到成立全國性的總會，這一期間台灣

社會正面臨政治、經濟的轉型期，雖則政治轉型落後於經貿發展，政治強

人蔣經國所領導的威權體制，仍需面對現代化問題的癥結。所有的宗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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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黨國體制下，既欲控制又不能不面對民主轉型，當時道總亟需籠絡基

本人力來解決財力問題，而類似基礎先天、寶光玉山之入總會，各地一貫

道參與省、巿道教組織，都能有效的維繫以免流散之虞。基於這種內外因

素的考慮，即理解到適度展現實力才是生存之道，從道總創會就有力量推

舉代表進入理監事：張培成、張傳（理事）、袁翥鶚（監事）、周新發，都

在三到四屆理監事中連選連任。總會從個人會員指向團體會員後，面對「道

廟」需有傳統廟宇的建築形式，先天道院乃至全真道院也都儘量符合條件，

只是組織型態各異。一般道廟在地方發揮公廟或角頭廟的功能，為了轉換

日治期被列於佛教會名下的舊制，趙家焯接張恩溥之任後，即大力鼓吹地

方村廟加入省、市道教會。但是形勢一旦形成後，道總深知其欠缺團體會

員來源，就是在這種困難情況下，不能不接納未能合法化的一貫道，而一

貫道即可趁此機會建廟而得以公開化，張氏及其組線乃開風氣之先者。此

即張傳捐出雙園區寶興街建地在民國 56 年建成「先天道院」，即取名自「基

礎先天」，11其後民國 65 年桃園龜山又建「全真道院」，兩個都以團體會員

的名義加入。若要論斷先天道院在臺灣一貫道史上的特殊地位，就需回溯

道總民國 57 年 12 月 26 日第一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所通過的 44 個

單位中，排名第一的正是先天道院，此因張培成與張傳都名列理事中，此

後張氏連任四屆常務理事，並在前三屆理事長驟逝後代理其職位，從此方

便在宗教界公開露面，由此可證人情、義理與面子、榮譽的交換法則，就

是使一貫道獲得具體的回報。 

基礎先天與道總形成的互利關係，其實足可作為台灣版的關係學例

證，這種處世之道在人治高於法治的華人社會，講究「關係」就成為不可

或缺的文化心理，可據以理解人的行動邏輯，這些都是前現代化的傳統心

理。12 道總既可根據顯規則重用創會期積極參與者，張氏即擔任先天道院

                                                        
11 有關先天道院的圖像及資訊，由女隸劉怡君所提供，特此致謝。 
12 有關心理學本土化的著作凡有多種，論集如文崇一、蕭新煌主編，《中國人：觀念與行

為》（台北：巨流，1988）；楊國樞個人集中的專著可以大陸版為代表，《中國人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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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就可納入規劃名單中，連基礎先天的數位也選入理監事，方便建立總

會與團體會員間的互動。在這些榮譽或權力的背後也需遵守「潛規則」，就

是需要付出較多，除正常性入會費、年費，總會有財務運作的困難時，就

需義務性的捐款或提供場地服務。這樣的合作關係就是雙方基於默契，按

照潛規則所形成的陋規行事，徐氏既有公、私需求就會或明或暗的要求，

而張氏則需勸服點傳師：提供額外的贊助有其必要性。如是捐輸於公的都

悉數明載於開會紀錄中，而因私需索的就無帳目可查，同樣的道總公開的

回報也都明記在案，其項目、金額都保存於收支明細表中。有一次在理監

事聯席會議中曾留下一段問答（民國 64 年 11 月 28 日），保存這種潛規則

運作的遺跡；此即二屆七次會議的補充報告中，提及陳仙洲理事長為了減

少與省教會的會費解繳糾紛，決定不必解繳、不再收省教會會費。因而三

年來興辦各項法會及行政維持，均有賴爐下團體所屬的各宮廟將其列為功

德項目，徐氏報告：「此中張代理事長給付最多。」報告完後陳常務監事（實

忻）即問：「據報稱張代理事長給付最多，到底給付多少？應請提出數字報

告，以崇功德。」熟悉潛規則運作的就可體會：擔任常務理事、特別是有

資格代理理事長的，凡有急需就要先行墊借或捐獻，這是被安排擔當其職

就要有的心理準備；相對的捐獻後的回報就是提供職稱、褒揚，此亦符合

宗教上所稱的「功德」。從這個個案表現彼此之間所建立的互利「關係」，

確實可作為社會關係學的一個範例。 

在後來被訪問的過程中，張氏以入道修行者的涵養，對於道總期間所

作的「功德」只是輕輕帶過，而會議紀錄顯示其擔任的職務愈多其奉獻愈

大，在當時鮮有能比者。對於這段期間的寄存與奉獻他自己雖然不欲明言，

但有一個事實具現於檔案中，就是可將四任理事、且是常務理事，因而得

以三度代理理事長一事，視為「顯規則」的成規運作；但依「潛規則」則

需考慮陋規而付出較多。由於擔任理事長乃黨政當局所內定的，才方便運

                                                                              
與行為：本土化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黃光國，《中國人的權力

遊戲》（台北：巨流，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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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宗教團體以符合正統性，連秘書長一職也需講究黨國的忠貞度、純正性，

這種戒嚴時期的常態使道總想要整編，而輔導的目的就是想方設法改造個

人及團體。為了獲得結果，在取予的過程中該給的不吝給予，才能借此收

攏其心以壯大聲勢。張氏即以宗教涵養在擔任常務理事期間深受眾理事的

肯定，故每一屆選舉的得票之多，經常與理事長同樣票數或略居其次，可

見其深得人緣而孚眾望。由於久任其職也就嫻熟其事，每位理事長都曾委

派不同的委員名銜及職務，其中值得注意的就是涉外的協調事務：首先代

表參加三個道教會的統一、合作會議，在這個關繫道教團體的聯合大事中，

曾被 36 位理監事推舉為五位代表之一，參與「中華民國道教會暨省市道教

會會務協調委員會」（民國 61 年 2 月 20 日）。這種協調能力表現其能屈能

伸的性格，乃是在一貫道受難期間培養出來的能耐，而這種持續的協商工

作前後歷經兩任理事長，或以委員的身份參與協調，或以代理理事長的職

責期待有成。故在第三屆快接近協調完成的階段，曾以代理事長的身份擔

任主席報告其心境：其一即代理道教就以道教為主體，「國內道教團體組織

統一，我道教歷史邁入新階段，道教會工作從此重豎里程碑。」其二重然

諾而能不負所託，即云「蒙陳故理事長仙洲提攜，提名代理理事長職務，

囑繼續努力完成道教組織統一任務。屆（屈）指兩年六個月幸能達成，聊

以告慰陳故理事長在天之靈。」（民國 64 年 12 月 15 日）這種責任感使他

獲得理監事及各理事長的信任，在入會的前十年內幫忙完成「統一」的大

任。但這些功勞就無法從口訪中獲得證實，此因他從不自伐其功，而未身

歷其事者也無從得知，這種經驗如果有用，就是後來一貫道合法化之後籌

組總會期間，這段十多年的協調經驗就有啟發作用！ 

在完成統一組織之後張氏持續參與道總事務，連進行革新各宗派的傳

統科儀名稱，張氏也曾擔任「道教革新委員會」委員，這種工作使他有機

會將「佛規」也列於禮儀中，提供各機關作為鑑別「邪正」的參考（民國

64 年 12 月 15 日）。被稱為「先天派」的一貫道儀式與各派互有同異，因為

正一派、閭山派、靈寶派與龍門派各有傳統，結案後也只有列表存檔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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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他所參加的委員職務中，真正有意義的就是參與「宗教外交」的組團

活動，張恩溥天師以其宗教身分曾組團赴菲律賓及東南亞諸國訪問，後來

再次組團已是在統一合作完成後，每次都擔任籌組的成員：第一次為六十

五年度（丙辰）海外訪問團赴美，趙家焯為團長，他任副團長，袁翥鶚任

秘書、張傳也是籌組委員之一；第二次為六十七年度（戊午）東南亞訪問

團，前往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地，連繫僑社道教團體（民

過 67 年 8 月 12 日）；同一年又有東北亞訪問團，他擔任團長協助領隊趙家

焯理事長。為何在這段時間頻繁組團出國？這可從翌年理事會的提議來理

解，就是菲律賓、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日、韓等國，來台皈依者均

希望道總能夠前往，目的就是「抵制匪偽道教協會憑藉匪偽駐菲大使館勢

力干擾道教事務」。由於雙方的邦交問題還特別強調只以「觀光」名義前往，

方便聯繫海外的道教團體，這種宗教外交就是為了彌補政治外交的不足；

而一貫道在台灣被禁止公開傳教後，有些組線就前往海外開荒，而韓國則

有金前人早就銜師尊張天然之命返韓「開荒」。基礎先天每次多有數人參與

組團，在當時出國不易的情況下，就可趁便聯繫海外道親，大韓之行即促

成內部所稱的「接金線」，即張、金兩位老前人得以借機接觸。13 在這些涉

外活動中一再擔任重要的職務，即可知其參與之深，恐怕並非僅是「應付」

的心態而已！ 

在基礎先天（即基礎忠恕）中道總給人的刻板印象就是捐款，對照理

監事會議特別報告其「給付最多」，這種給付到底是依據怎樣顯、潛規則的

交相運作？14 在內部會議檔案中凡是「明」的都會記載在案，即可整理為

兩類：捐款與墊借，從頻繁次數可窺道教會成立前二十年，也就是徐榮擔

                                                        
13 韓國一貫道與台灣一貫道的接觸，在 2013 年 8 月 18 日前往「財團法人國際道德協會」

訪問時，承蒙台灣一貫道總會廖永康副理事長提供此一訊息，特補注於此。 
14 民間教派的功德錢的歷史研究，可參莊吉發，〈清代秘密社會的財源〉，《財政與近代歷

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99），頁 199-234。Blaine Gaustad（高士達），

〈為財神，還是為彌勒──關於中國清朝中期民間宗教各派中的錢財及其使用〉，《宗教、

教派與邪教：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頁 453-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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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秘書長期間，會內的財務一直存在欠錢、不足的窘況。假設會內檔案均

未遺失，則第一筆樂捐在 57 年度，九位捐款 26000 元中，袁翥鶚捐 1000

元；第二次 58 年度，九位捐款 10000 元中，張傳捐 2000 元，其餘八位各

1000 元；第三筆 59 年度張培成捐最大一筆 40000 元，兩位總、副幹事徐榮

墊付 149913 元、范玉萍墊付 36400 元，但會費與工本費收入只有 12365 元；

前一年的收入為 21570 元，徐榮也先墊付 145000 元，這就是道總成立初期

的窘境。前後兩任理事長都無法解決經濟的難題，有能力捐輸者就被視為

功德者，在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籌備期間亟需捐款，張培成捐 30000 元，

其他四位理事各捐 2000 元，而先天道院也提供大會場地。此後即未見捐款

紀錄，直到 65 年度收支表又出現樂捐項目，共有 22 筆 167000 元，最多的

仍是一貫道成員：張培成 20000 元、王壽 15000 元，張傳、周新發及袁翥

鶚各 5000 元；慈惠堂系傅來乞捐 15000 元、林火炭 6000 元、八里分堂 10000

元，徐榮也先墊支 10000 元；道總在成立滿十年後，繳納會費的只有台北

與高雄二市各解繳 30000 元，此即元月至三月的總收入。 

張氏在歷任重要的職務期間，其墊借次數及捐獻金額都明白列於會議

紀錄：1、三教會理監事聯席會「張常務理事墊借所需費用，使會議籌備工

作進行順利。」（民國 61 年 2 月 20 日）第二屆七次聯席會「所需經費尚待

籌措，已蒙張代理事長墊借使用。」（民國 64 年 11 月 28 日）第三屆第一

次會員代表大會「張代理事長培成墊借大會經費。」（民國 64 年 12 月 15

日）；六十五年度四至八月收支報告，借入 270000 元中一貫道所借的逾半：

張培成 100000 元、王壽 50000 元、徐榮 120000 元（民國 65 年 12 月 6 日）。

這些繁瑣的數字就是內部檔案所僅存的珍貴資料，道總在前二十年間面對

財務的困境，可知為何亟需整合另外兩個省、市教會，此因無法落實解繳

的制度，若不開放其他團體加入：如廟群、神壇、乩童等，根本就難以解

決開支問題。在這種困境下張氏就有機會引進寶光玉山組線，其捐輸一直

佔有較高比率，也就擁有相等份量的地位，從「潛規則」理解掩護與被掩

護的關係，目的就是取得相等的效應。從他長期擔任常務理事的職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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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代理期間籌備大會，也可理解樂捐與墊借乃是完成會務的任務，亦彰

顯既任其職就需負責的態度，此乃「顯規則」而非「潛規則」問題。 

根據人情義理定位張氏在道總的二十年，所付出的奉獻與捐獻愈多，

相對獲得的回報也愈大，自始至終皆處於核心的位置，有較多機會瞭解其

決策方向，尤其是在代理期間關聯一貫道的決策。在總會達成初步整合之

後，憑他所累積的社會資歷，即有獲見政府高層的機會，在四屆的會議資

料中就浮現一個漸進的過程：首即第一屆參加研議各宗派神職人員檢覈標

準、制定辦法的專案小組，初次參與庶務性的研議（民國 60 年 2 月 1 日）；

等到第三屆代理期間（代陳仙洲）則有機會作為選舉大會主席團九位代表

之一，其他主席有趙家焯、徐榮祥、郭壽華等（民國 64 年 12 月 15 日）；

當時徐榮為了平衡趙家焯統一三個教會的勢力，即向內政部提出修正案：

將理事長制改為常務理事制（民國 65 年 1 月 10 日）。改制的目的就在使各

廟群組織的領導擔任輪值主席，各項會務均需理監事或常務理監事聯席會

共同決議（民國 65 年 4 月 6 日）。輪值制由 65 年 1 月開始實施，張氏與陳

子仁、傅來乞（瑤池廟群）、蔡標（閭山廟群）四人輪值，從 9 月起代表先

天廟群輪值主席（民國 65 年 8 月 27 日），因而得以參與諸多事務。在多次

輪值主席所執行的業務中，有一件事考驗其處理事情的智慧，就是有關王

常務理事（壽）被台灣警備總部拘捕一事：他權宜的處理就是暫予停權，

並未立即撤銷其職務（民國 66 年 11 月 1 日）。經一年多他再次輪值主席，

才依據內政部函示註銷其團體會員的會籍（民國 68 年 7 月 8 日）。15 徐氏

以秘書長之職構想這種輪值制，名義雖說民主郤隱含對「聯合」後的勢力

均衡，借用多個廟群組織來平衡理事長的權力。這就是張氏所置身的總會

體制，一個交互運作顯規則與潛規則的社會團體，他在後來組織的一貫道

總會中同樣需平衡各組線，此時所經驗的就是一個借鑑。這種排序可以第

四屈第一次會員大會的主席團為例，在十一人中分別排定開幕、三次大會

及閉幕各有不同的主持人，即由趙家焯開幕而他主持閉幕（民國 68 年 7 月

                                                        
15 有關王壽緝捕案，曾求證於王先生本人及其子王寶宗先生，此案擬另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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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民國 68 年 8 月 9 日在先天道院舉行第三屆最後一次的理監事聯

席會，他擔任召集人，同時也以先天道院的院長身份發表致詞，即回憶

十一年前會址曾一度暫設於此而有諸多感慨。如是機緣乃得以擠身決策

中心，而觀察愈多則感慨愈深，等到時機一到就籌組自己宗教的總會，

同樣經歷協調組線而完成整合。 

依據報意識的文化心理，道總根據顯規則所回報的榮譽就是「表揚」，

從檔案所見每一次活動功成就例有表揚，也就是表明其有待理監事的浥

助，其中張氏被表揚的次數最多：入會之初就被推薦為五十七年度好人好

事代表，但他謙辭（民國 57 年 12 月 26 日）；第一次被表揚在第三屆第一

次會員大會代表大會，理由是代理理事長職務兩年整，既維持會務正常發

展，也與省、市教會共同完成統一任務（民國 64 年 11 月 28 日），故議決

在會所懸掛玉照永留紀念的殊榮；民國 72 年因連任三屆以上常務理事得列

「功德事蹟榜」榜首，陪榜的有張傳，此即代表先天道院得以被肯定。最能

彰顯功德回報的，終於在民國 68 年 4 月 27 日出現，此因蔣經國總統約見

道教、佛教、回教等代表，聽取各教會理事長及理監事代表報告，故借此

代理「宗教事務之綜合處理機構」職位之便，首次得以報告道教事務（民

國 68 年 7 月 8 日）。兩年後的民國 71 年 9 月 30 日，他再次以道總代理事

長身份受邀，既以「道教」名義表明「宗教外交」的意義，也趁機將平反

「一貫道」的陳情信交給總統府秘書長馬紀壯，從而轉變一貫道「合法化」

的關鍵，16 此即二十年付出後的實質報償。 

三、整編：道總改造「先天廟群」的始末 

先天道院迄今遺存的道總印記，就是太上老君所象徵的先天諸神

（真），乃標誌曾被整編為「先天廟群」的符號，顯示基礎先天仍正面重視

這段歷史，而非僅保存於道總的內部檔案。當前單一信仰常各自組織聯誼

                                                        
16 這種敘述參見宋光宇，《一貫真傳》，頁 24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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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實即源於道總的創舉：將單一神祇組成「廟群」。在解嚴前國家權力不

便運作的就設法納入管理，但一旦開放反而愈多愈好管理，即不願民間存

在一個超大的宗教團體，這就是道總作為教會組織的宿命。當時道總建構

廟群之舉，將基礎先天改造為「先天廟群」，這種名號非僅出現於此，而是

存在於所有的單一神祇，可知為道總整編的整體性思維。只是明知其一貫

道背景卻加以納編，就是徐氏執行陳理事長的「輔導」想法。張氏既名列

常務理事，所領導的先天道院就不能不接受這一事實。他深知道總代表國

家權力的運作，即依據潛規則強化其內部組織，也就可相對要求「保護傘」

的作用。 

宋氏曾提及使用「先天廟群」名義加入「中國道教會」，也紀錄一份可

供參考的數據，即民國 70 年登記於道總名下的有 364 間佛堂，而未登記的

家庭佛堂則多達三千間左右。一貫道所擁有的大量「佛堂」，一般家庭佛堂

在形式上並不符道總的登記條件，只有廟宇形式的才可登記，先天道院入

會時間為民國 57 年 12 月 26 日。17 而形成「廟群」的構想則在第二屈第一

次會員大會，張培成擔任秘書長，徐榮為副，地點就在先天道院，時間為

民國 60 年 9 月 26 日。張氏第一次提案的理由，就是省道教會主動派任道

廟主持曾引起糾紛，基於這樣的疑慮希望保護所有的一貫道佛堂，故需及

時修正章程條文；其次徐榮與范玉萍提案：表明成立已逾三年尚未能核定

分支會組織（即省、市道教會屬下），乃「轉而直接從事廟群組織」，所有

的計劃「均以拓展廟群組織工作為中心」。這種構想得自「輔導」團體會員

慈惠堂總堂建立廟群組織的經驗，這件事明載於徐、范兩人所彙輯的《中

華民國道教會大事摘要》，民國 59 年 10 月 19 日條下慈惠堂被列於瑤池派。

徐榮從此確立「建立廟群組織體系」的方向，當時張恩溥正名為瑤池派，

陳仙洲任內確定「瑤池廟群」名義（民國 60 年 3 月 13 日）；接下重要的一

條就關聯先天道院：本會陳理事長指導先天道院院務委員會擴大會議，先

                                                        
17 一貫道的建廟問題在宋光宇的早期調查中既已提出，詳參《天道鈎沈》（台北：萬卷樓，

2010），頁 138、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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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院廟群建立組織體系（民國 60 年 4 月 5 日），接下才將閭山道院也建

立廟群組織（民國 60 年 5 月 31 日），即以供奉「同一主神」者分別成立各

自的廟群組織裨便管理。 

若要理解基礎先天如何被道教化，或先天道院被道廟化，就要掌握這

段時間道總的工作重點及方向，都是發生在張氏代理陳理長期間。廟群組

織後來發展為「籌組諸神爐下團體聯誼會」，靈感則來自南投縣松柏坑受天

宮召集爐下團體約一千個單位，成立「北極玄天上帝台灣地區爐下團體聯

誼會」組織（民國 62 年 8 月 5 日）。這段期間陳仙洲住院而後病故，名義

上是委由張氏代理，真正主導其事者為徐榮，持續推動鸞堂廟群（台中聖

賢堂）、瑤池廟群、先天廟群、閭山廟群、武當廟群。雖然省道教會理事長

對於此舉表示反對，內政部仍核定「道教諸神台灣地區爐下團體聯繫輔導

委員會組織要點」，即以供奉同一主神為目標（民國 62 年 9 月 14 日）。在

這個目標下基礎先天被道教化，民國 62 年國慶大會及遊行，即說是「請台

北市先天廟群辦事處調派會員二 00 人參加。」作為五大廟群之一就可聚眾

參加國家大典，並正式以此名義舉行「先天諸真廟群」委員會（民國 63 年

9 月 7 日）。後來張氏代表參與革新委員會，就被認定為「先天派」，這些道

教諸神、爐下、先天派都是表面的，也就是一種掩飾、包裝，道總如此作

法也僅自我感覺輔導有成！通常只使用在年例的少數會議，而大多數時間

基礎先天則自行按照佛堂禮儀行事，這就是黨國體制下的下有對策。道總

雖說「革新」研訂各宗派的傳統科儀名稱，卻也尊重各宗派所舉行的儀式，

並未實質統一而使之標準化，所以先天派名下的「科儀別」，所列的經、丹、

供、奏、咒、訣、占、鸞、相，都是一仍張天然當初所定的「暫定佛規」，

同樣的也未要求正一派、閭山派等改變，否則各廟群或「宗派別」就無存

在的必要。 

基礎先天對於早期道總的特殊貢獻，也都回報於張傳與周新發的名

義，都在前四屆理監事中各有其職銜，也都能善盡其本份。由於先天道院

位在台北市區內，因其地利之便場地常被借用，會員也常被調用，此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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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團體」的模範就可方便其「公開」活動，在未「合法化」之前為最佳的

掩護。故需以昔視昔才能理解張氏的苦心，張傳曾被提報為 58 年度好人好

事代表，先天道院也多次被表揚：首次紀錄就是先天道院設置獎助學金，

優先對於所屬信徒子弟獎助，期使其堅持信仰（民國 64 年 11 月 28 日）；

道總催請廟群救濟賽洛瑪颱風及薇拉颱風的受災民眾，慈惠堂總堂捐獻二

十萬、先天道院也捐十萬元，中央委員會頒給榮譽狀（民國 67 年 4 月 5 日）；

此外總會應中國社會福利事業協會要求協辦 67 年度退休公教人員夏令營，

時間五日（民國 67 年 5 月 9-13 日），地點為日月潭，即由松柏嶺受天宮、

南鯤鯓代天府與先天道院共同捐助十二萬元（民國 68 年 7 月 8 日）。從類

似例證可以理解道院本身所辦或配合教會活動，都是廟群中配合度頗高的

單位。早在民國 64 年底趙家焯就曾提案：道院八年來積功累行服務社會，

每有外賓蒞臨或啟建道場都率先協助，故提議聯名贈匾以為表揚（民國 64

年 12 月 24 日）。這些被紀錄在案的表彰模範，道總作為收編成功的例證，

而先天道院也在保護傘下得以持續活動，此乃潛規則的運用之妙。 

另一個實例則是尚未收編成功即出事的例證，就是寶光玉山的前人王

壽，其入會正是在張氏代理陳理事長期間，先曾與王翼漢等列席，時機適

逢積極擴大廟群期間（民國 63 年 9 月 7 日）。隨即被列於「道教革新委員」

中（民國 64 年 11 月 28 日），第三屆理監事選舉也被列入規劃人選，其得

票數在 31 位中名列第 8，可知運作頗有成效（民國 64 年 12 月 15 日）；隨

後被選為常務理事，都與王翼漢相前後，均被納入重要吸收的重點人物，

隨後即被列於分組輪值主席名單（民國 64 年 12 月 24 日）。從此進入道總

決策的權力核心，面對三個教會的統一曾提案道教世界總廟的全盤策劃（民

國 65 年 1 月 10 日），相對的大會財務即需援例捐獻：第一次捐一萬五，僅

次於王翼漢、張培成的二萬元（民國 65 年 4 月 6 日）；第二次則借入五萬

元，供教會的經常開支之用（民國 65 年 12 月 6 日）。就在他逐步進入運作

核心之際，本來應可配合張氏領導「先天廟群」，而另行發展「天帝」或「關

帝」廟群，就可相互聯合發揮影響力。但是民國 66 年發生了台灣警備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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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拘捕的受難事件，2 月 8 日被迫宣布解散寶光玉山，而後兩年內歷經停

權常務理事（民國 67 年 4 月 5 日）、註銷會籍（民國 67 年 8 月 12 日），全

案在民國 68 年定案。道總雖有意收編以擴充實力，仍難以避免黨國體制下

情治單位間的相互較勁，可見道總的保護傘仍有其極限！此因關鍵仍在職

掌國家安全的數個情治體系，對於宗教自由的認定也缺少固定的標準，同

樣屬於一貫道的兩個組線，都基於生存需求而共同被道總納編，其結果卻

完全不同！真正的原因即在警總與調查局等單位的內部協調問題，道總面

對事涉「國家安全」的表面理由，縱使情治單位出身也難以解決，此即戒

嚴時期諸情治系統間的權力衝突問題。 

在第三屈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的那次工作報告中，徐榮曾表明執行陳

仙洲理事長的「輔導」措施（民國 64 年 12 月 15 日），其代表作即被稱為

《烏日事件調查報告書》，就是為了釐清慈惠堂烏日聯絡處被人檢舉為「一

貫道邪教」，出面證明其屬於「道教瑤池派，決非一貫道。」（民國 61 年 2

月 20 日）此即明顯將慈惠堂系區隔於一貫道，也可側面理解為何要「輔導」

先天道院轉型。18 一貫道作為「邪教」的敏感問題，道總儘量避免觸及，

就像趙家焯擔任第四屈理事長後，徐氏的《業務報告》也僅輕淡轉達內政

部交辦的「查報一貫道活動情形」（民國 70 年 10 月 1 日），形同具文。但

在王壽與寶光玉山事件後，內政部的交辦難免有針對性，道總面對方向難

測的黨國體制，唯一的作法就是表明其遵守規定，由此可以體會張氏與基

礎先天的戒慎處境。如此即可理解張氏為何需遵守潛規則，設法留在權力

核心圈內，也提醒組線內點傳師需表面遵守遊戲規則，其行動務必謹慎而

不逾越道總的底線，避免觸犯政治禁忌以保安全。 

在民國七十年代前後中共與美國建交後，道總內部曾緊張一時以因應

黨國體制，出現批判道教中存在「異端」約在同一時期（民國 68 年 7 月 8

日、7 月 31 日）。主要就是針對「天命」思想及其宗教行動，首先批判「儒

宗神教」與「無極聖教」以善書倡言「受領天命」，並遊說道教會的團體會

                                                        
18 詳細分析參見註 4 前引文。 



華人宗教研究 第二期 

-164- 

員改入其會。在「防止匪諜滲透」的緊張氣氛中即刻通令各分支會查報：

以乩鸞神諭傳佈紛歧思想或消極思想，並自稱得天命之道教堂壇及其負責

人與乩鸞主持人；稍後又持續批判鸞堂善書「胡亂傳佈所謂的天命」，強調

「我們需要遏止及消除少數堂壇內，運用耳語傳佈所謂天命已經形成的社會

汚染和思想汚染。」（民國 68 年 7 月 31 日；8 月 9 日）為何這段時間突然

昇高批判扶鸞行為？是否王壽被拘捕事件後應付黨政當局的壓力，借此區

隔以資表態或趁機對於內外疑慮表明立場？即可從當時的時代氣氛獲得側

面的理解，就是此時局面變化加速，道總需面對同道紛紛尋求獨立，內外

壓力激發其亟需批判的心理焦慮。首先就是「所謂六十四天師對本會之指

責及攻擊」（民國 68 年 8 月 9 日），其次就是「所謂聖教、天帝教、天德教、

無極教對道教之杯葛」（民國 70 年 10 月 1 日）。這時第四屈理事長已選定

趙家焯，但真正的道務仍在徐榮職掌中，基於長達十五年以上的折衝經驗，

對於行政事務全然掌控，面對這段歷史的發展變化他頗多感觸，曾針對紛

擾的歷史堅持其「護教」的堅定立場。民國 70 與 72 年的兩次報告（也是

《彙編》的最後兩份資料），實可代表其較晚期的見解，既是一篇當代道教

會的簡史，也可理解一貫道獨立之前的道總觀點，此中具體表現其個人性

格與批判依據。 

在報告中表明「道教係多神教，不排斥任何宗教，禮拜任何宗教。但

道教宮廟堂壇必須供奉道教神為主神，道教神依傳統規例必須經過皇封與

玉封程序才可獲得尊號，記載於道教正統經典內。」（民國 70 年 10 月 1 日）

這種強調「正統化」的立場就是想涵括儒家（儒教）與道教，皇封即學界

所謂的朝封：「係循當時行政程序，由見證者將顯聖護國情形具報皇帝，申

請核封。」而玉封則是「係依道教宗教禮儀，將勤事、除患、滅寇、抗災、

護國、殉國、靈驗、感應事蹟，奏請玉皇上帝敕封。」兩個定義既吸納《禮

記．祭法》的祀典精神，也遵循道教神統譜的真靈位業說，雖然簡要卻符

合學者的研究定論。19 而其神道理論則以《易經》與道經創世說為準據：「推

                                                        
19 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道藏》中的民間信仰資料〉，《中國文化基因庫》（北京：



妥協與合作：一貫道老前人張培成參與道教總會的經驗 

-165- 

論無極太極境界，可能無生物，無人類，無形無情，不成社會。」從而導

出他對其他宗教創世觀的批評：「道教不承認上帝造物造人，不承認先天有

一定數量原靈。」此一原靈說隱指教派的原人、原子說，但具體指向天帝

教李玉階提倡的鐳炁鐳能、清虛宮之說。根據內政部發行的《宗教簡介》，

表明天帝教民國 69-71 年間（1980-1982）正是籌備成立期，李氏與徐氏雙

方意見不合為道教事實，而正式的文件則進行神學論辯（民國 70 年 10 月 1

日）。在趙理事長過逝後轉由徐氏暫代，此時面對的變局就是一貫道在進行

合法化，他所批評的濫傳天命、耳語變天思想，表面指向堂壇鸞乩，例如

台灣聖教神明會的公開座談；無極聖教籌備會、儒宗神教座談會、軒轅教

（民國 63 年 6 月 19 日成立）神廟委員會專辦道廟歸宗、天德教在新竹建廟

（民國 78 年 4 月 14 日成立）、天帝教籌組創會（民國 72 年 4 月 15 日）。面

對這些新宗教團體紛紛登記成立，外在環境的變化使徐氏等出現嚴重的危

機感，此時一貫道籌設總會也即將完成。只有從時代的轉變才能真切理解：

馬紀壯接受張氏的陳情書、陳水逢居間的聯繫奏效，都是臨門一腳的順勢

行動而已。此因面對民主選舉的時勢所趨，蔣總國也需面對「開放」的大

環境變化。一貫道即此一步步面向解禁（民國 75 年）、公開化（民國 76 年），

最終正式成立總會（民國 77 年）。這段時間蔣經國領導下的黨國體制，既

接受反對黨的抗議，也就對於宗教採取開放措施：如民國 74 年（1985）釋

放長老教會高俊明牧師、75 年（1986）容許新約教會返回雙連堀，此即驗

證宗教的抗爭促成宗教的開放，在裏應外合的形勢下一貫道終於解禁。20 

一貫道與道總的分合關係乃是顯規則與潛規則的交相運作，具現威權

體制下一個宗教團體的生存之道，即可用以檢討國家如何操作世俗性權

力，而相信神聖性權力的宗教團體也需謹慎面對。道總乃是社會轉型期的

中介體，面對敏感的政治禁忌勢需考慮黨國當局的反應，如祭天儀式在號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84-100。 

20 詳參宋光宇〈一貫道在台灣的發展及其策略之探討〉，收於《宋光宇宗教文化論文集》（宜

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2），頁 349-385。 



華人宗教研究 第二期 

-166- 

稱「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不再舉行，卻也不容許民間教派自行祭祀，

在這種兩難的局面下道總就成為代理者。從成立之初道總就倡行祭天：本

年元月廿二日（農曆正月初二）本教正乙教、理教、軒轅教三教派，聯合

舉行上元祭天儀式，尚能相互配合，儀節蓋遵自道教。（民國 55 年 2 月 13

日）而後會議中時常提醒道廟可以祭天、祭祖，將其視為道教專門的科儀

項目；相較之下，王壽在入會成為常務理事後，就提出一個討論案（在會

期間唯一的一次提出）：道教尊天法祖，已蛻化為中華民族傳統風俗習慣。

故建議統籌塑製各型神位以便供奉，上書「民族始祖炎黃帝神農、軒轅氏

神位」（民國 65 年 1 月 10 日）。這個討論案歷經多次研議之後（民國 65 年

4 月 6 日；8 月 27 日；12 月 6 日），對於每年舉行祭天祭祖的盛典決議通過

實施。討論祭祖祭天的牌位製作問題正在王壽被拘捕前（民國 66 年 2 月 8

日），而被判關三年的理由之一竟是公開舉行祭天大典，觸犯「天命」的禁

忌。而弔詭的就是在慶祝建國百年的大典中，正是由寶光玉山代表一貫道

舉行祭天大典，即可印證所謂政治禁忌乃欲加之辭！21 

在一貫道的核心教義中，末劫與天命乃是教派傳承的中心信念，而神

聖的祭天大典形式有繁簡之異，寶光玉山則堅持其繁複的禮儀。祭天與天

命的聯結，原本可聯繫道教與一貫道的神道特色，所以張培成、王壽提案

能夠通過，即是基於此種內在聯繫。但是天命的傳承、天命金線的系譜，

這種宗教學探索的終極問題，在一貫道被禁、解散的官考中則是政治禁

忌。22 張氏雖然身在道總的權力核心中，但先天道院維繫其佛堂禮儀也只

能限於二樓；而王壽及其寶光玉山在通過祭天儀式後，本有時機正式舉行，

卻因諸多複雜的人事恩怨，其宗教理想就無法付諸實現。這些政治禁忌都

有待解嚴後，才能建立真正的宗教自由，而不必遵行潛規則的陋規行事，

                                                        
21 有關寶光玉山組的祭天問題，曾求證於王壽先生及其子王寶宗先生，詳細的討論擬另篇

處理。 
22 參學棣王承祺，《一貫道的天命觀──以寶光崇正道場為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宗教

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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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民主政治真正解放宗教禁錮的時代。 

四、結 語 

在當代宗教受難的研究個案中，一貫道常被社會學者取為例證檢討解

嚴前的政教關係，以之檢測黨國體制下的民主化程度，這樣的觀察明確指

出政治戒嚴時期黨國體制的威權特質。在邁向宗教自由化的過程中，張培

成及其基礎先天選擇參與道總，為了維繫其組線的生存及發展，面對道總

既需按照「顯規則」遵守團體會員應盡的義務，也要按「潛規則」支付一

些需索，目的就是在妥協中尋求保護。這種合作關係實非對等，張氏因付

出較多而歷任各種重要職務，先天道院也被輔導整編為「先天廟群」，郤也

常代表道總而能公開活動。這種委屈求全的應對態度，正是教派面對政治

禁制所採取的掩護、包裝方式，有利於保全實力並暗中徐圖發展；以此類

推，一貫道其他組線數達九成都參加省、巿道教會，正因採取此一對策，

雖宣布解散卻也未曾消失，才能在合法化之後快速組成全國性總會。 

對於這段歷史藉由道總內部的會議檔案，據以補全歷史的空白，其中

難免存在道總本身的有利立場，尤其是職掌其事者徐榮的出身、性格及行

事風格，在一貫道的刻板印象中頗具爭議性。在此經由會議紀錄理解道總

前二十年間所遭遇的經濟困難，從長達十多年與省、市道教會間協調聯合、

整併的過程，理解其統一前的容納策略，期使會務能順利的開展。故先後

容納基礎先天及後來短暫參加的寶光玉山，在整編為廟群組織後基礎先天

被歸屬於先天廟群、先天諸真下，雖然目前內部多以為不倫不類，但從後

來的發展則可證明這種策略雙方互利。相較之下，王壽及寶光玉山參加道

總雖然順利一時，卻因故難以避免黨政當局的官考受難，就可知道總的保

護傘下有幸也有不幸。 

檢討這樣的宗教合作問題，也可從一貫道與道教之間的教義理解，依

據同一文化傳統的本土教義，一貫道在「佛堂」的名目下，不同組線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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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信仰與祭祖祭天禮儀，其實與道教的末劫濟度的信念同源，反而為原儒

與新儒家所避言。故基礎先天加入道總，既是一時權宜的生存之道，道總

對於基礎先天及一貫道其他組線的收編、改造，其間確實存在不能契合者，

主要是道教的神道體系已經改變，不再講天命與救劫。彼此之間的分合關

係乃因教義與傳布方式的相互差異，道總的宗教背景及立場，既無法彌縫

其間的教義差異，就只能在解嚴後彼此各自獨立而另行發展。從當代宗教

史考察張氏等人在道總的妥協與合作經驗，由此推斷其他組線在省、巿道

教會亦復如此，對於這一段政教關係試作初步的探討，可為宗教史提供一

個檢驗從禁制到開放的良好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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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omise and Cooperation:  
The Previous I-Kuan Tao Leader Zhang Peicheng’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uncil of Daoism, 1966-1983 

 

Lee, Fong-Mao 
 

Abstract 

With regard to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a time dominated by martial law to its 
end, scholarship has had discussion of the previous I-Kuan Tao leader Zhang 
Peicheng’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uncil of Daoism(here after COD) based on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prior to the end of the martial law period, I research on the COD’s 
inside materials—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Council’s meeting minutes over 
twenty years, and hope that a desperate investigation of these valuable documents 
will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Zhang’s decision that led the I-Kuan Tao 
Jichu Xiantian sect to joining the COD under a specific condition.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Council’s meeting minutes—whether they are about major affairs 
or minor ones—helps us to raise many questions that have been hidden in history. 
First, why did Zhang and the sect he led “attach themselves” to the DOC and yet 
still construct a relationship with them based on mutual interests, such as donation, 
loan, and activities like participating the National Day ceremonies and receiving 
rewards on behalf of the DOC? I understand this phenomenon as an interweaving 
practice of “written rules” and “unwritten rules.” Second, why is that Zhang and his 
group were able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DOC? All the titles and positions that 
were created for the purpose of covering were carefully designed and easily 
accepted. Third, Zhang himself was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 that resulted i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D and the institutes of Daoism in provinces and cities. It 
took twists and turns to reach unification. This history is comparable to I-Kuan Tao’s 
later experience when they were establishing their own Council. This paper aim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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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 how a religious leader and his unauthorized sect survived with certain 
strategy and flexibility. The history that I-Kuan Tao has been through is an 
experience shared by religious sects that have been suppressed by the authority. It 
helps us to understand how Taiwan society has journeyed through a time dominated 
by martial law towards freedom of religion. 

 
Keywords: Zhang Peicheng, Council of Daoism(COD), the end of the marti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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